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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的生产：《繁花》的上海叙述
曾　军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　对金宇澄《繁花》地方性生产的分析必须将“内容”、“形式”及其“生产机制”的研究综
合起来。其首发之地“弄堂网”中的分论坛“文字域”所形成的“上海人讲述上海人自己的故事”的
文学场决定了《繁花》用上海闲话讲述上海记忆的特点。在“收获”版《繁花》中，金宇澄将主人公
确定为“沪生”（而非“弄堂”版的“腻先生”和“沪源”），显现出着意强化“沪生”们的上海城市市民
意识，使之成为“当代上海寓言”的努力。金宇澄在“文艺”版《繁花》中新增１７幅手绘插图，建构
“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展现了上海市民的空间意识。

关键词　金宇澄；繁花；地方性；上海叙述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詹明信就在其《后现代
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就专门
论述过“后现代主义与都市”的问题。他通过对美
国洛杉矶鸿运大饭店的空间分析，认为“后现代的
‘超级空间’乃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
果”，但我们的视觉感觉“始终无法摆脱现代主义高
峰期空间感设计的规范”。①当代许多城市（都市）

文学都遵循着这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带有强烈震
惊体验的、但同时又采取田园牧歌式（具体到中国
当代，就是强调“乡土中国”语境的“城乡二元对
立”）的价值立场的叙述逻辑。在他们看来，由于城
市规划布局、建筑风格、生活方式及城乡流动等各
方面所具有的一致性，带来了城市（都市）文学在空
间生产方面的一致性，也带来了“地方性”的消失。

因此，他们甚至主张用“在地性”（与之相关的，还有
一系列相关表述，如“跨地性”、“多地性”等）来取消
“地方性”。②不过，这个维度并不能涵盖当代中国
城市文学的全部。近两年引起广泛阅读和讨论的
金宇澄的《繁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致力于“地方性
的生产”的上海叙述。

《繁花》的文学生产刻上了鲜明的“上海”地方
性。作家是《上海文学》的资深编辑金宇澄，首发之
地是上海的“弄堂网”，正式发表是在另一份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上海文学期刊《收获》，而专著版则是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些外部因素均与上

海有关，绝非偶然。就内部因素来看，小说展开的
是从１９５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的
上海叙述，所涉及的人物，从资本家到商人、从地下
党到工人、从知青到律师，涵盖了当代上海各社会
阶层的变迁；《繁花》自觉接续并扩展了从《海上花
列传》到张爱玲以来的“上海文学传统”，“上海话”

的方言叙述同样也强化了这部小说的“上海味”。

这些从内到外的“地方性”，使得《繁花》成为近两年
来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上海文学作品，也使得我们对
于《繁花》“地方性”如何形成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内
容”层面，而必须将“形式”以及“文学生产机制”等
诸多层面的因素纳入进来一起讨论。

一、“弄堂”《繁花》：成为场的“文字域”

《繁花》有着与中国早期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
接触》极为相似的生产机制。它最早是从２０１１年

５月１４日开始出现在弄堂网的论坛“文字域”之中
的，作者署名是“独上阁楼”（金宇澄的网名）。在随
后数月间，长长短短的《繁花》章节便以帖子的形式
陆陆续续贴了出来，并与论坛中的其他网民展开积
极的交流互动、阐释修改。但《繁花》又与当前的网
络文学工业中的作品很不一样。网络文学经过十
多年时间的迅猛发展，其生产机制和文学形态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亲密接触》

时的网络文学还多少具有个人性、娱乐性和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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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式的初级形态的话，那么现在由盛大文学等所主
导的网络文学平台则已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工

业。③因此，与当前这些具有支配性的网络文学生
产方式相比，《繁花》所具有的网络性毫无疑问已经
太过古典，几近文物了。这构成了《繁花》独特的文
学生产“场”。
首先，弄堂网的地方性强化了《繁花》写作的上

海性。弄堂网只是一个极为小众的地方性网站，它
的定位很简单，就是“上海人讲自家身边的故事”。
它分为“上海历史”、“上海话”、“新老照片”、“小人
书”、“亭子间”、“弄堂小菜”、“流金岁月”、“古董摊”
及“客堂间”等几个板块组成。其中的“客堂间”是
该网站的论坛板块，又分为“我爱上海”、“关于上
海”和“弄堂水城”等二级板块，发表《繁花》的“文字
域”是“我爱上海”板块中的三级分论坛。从弄堂网
的这些特征不难看出，它首先不是一个网络文学网
站，因此与曾经的“榕树下”、“起点中文网”以及现
在的“盛大文学”等知名网络文学网站相比，它的目
标并非“文学”，并不拥有数量庞大的致力于网络文
学写作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因此，无论是“弄堂网”
和作为作者的“独上阁楼”，还是其他论坛网民，都
没有陷入追求点击率、追求文字量、追求轰动性等
一般网络文学的俗套，没有陷入注水文学、讨好文
学、庸俗文学的怪圈。
寻找“最上海”、“最阁楼”的“过去的味道”，是

“独上阁楼”进入这个论坛的初衷，也是其“发帖”
（“写作”）的源动力。在５月１０日到１４日期间，
“独上阁楼”间断性地写了不少与上海有关的个人
回忆———涉及从１９６０年代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上海的
诸多细节，如伸出老虎窗外看到的上海屋头顶、

１９８０年代上海新开小饭店如何挖地三尺“再造”空
间、１９７０年代能讲《简·爱》《傲慢与偏见》的中专
老阿姐、大自鸣钟附近Ｅ君家的三层阁以及想享
受悠闲沪上时光、体验上海味道的 Ｗ 先生，等等。
这些段落有一部分后来成为小说“引子前的引言”，
并奠定了小说《繁花》的诸多特点：（１）与上海有关
的个人回忆；（２）片断式、非正式的上海闲话；（３）基
于“上海认同”和“上海怀旧”的文学场域。
弄堂网保持了不直接暴露自己现实生活真实

身份的惯例，但是其中的网民已形成了一个新型的
具有网络匿名属性的熟人社会（“社群”形态的出现
正是以这种共识和认同为基础的）。他们共同回
忆、分享、完善个人经验和记忆，品味残存的上海味
道。因此，网络之于金宇澄的《繁花》恰如同小说中
频繁出现的饭局一样（虽然大家绝大多数并不认

识，即使认识也保持网络的游戏规则，并不相认），
它的游戏规则是趣味相投。从《繁花》的写作开始
直到现在，论坛中出现的与金宇澄交流的网民身份
尽管不是很确定，但从其发言来看，主要有文学研
究者、出版编辑人、上海文化人以及其他较高的文
化层次和认识水平并且对上海文化有强烈的认同

意识的“上海人”。弄堂网并没有将《繁花》一下子
投入“无名而匿名的网络汪洋大海”，而是将之引入
一下倍感温馨的“上海人小圈子”。用传播学的术
语，弄堂网中的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做到了“分众
化”，也由此而“小众化”了。
其次，“独上阁楼”（金宇澄）的作者身份也是形

成《繁花》独特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独上阁楼”
有别于已自觉被纳入网络文学产业的生产机制之

中的写手：他“码字”，一旦开始写作，就形成了每天
一小段、一小节的写作惯性，但他不受网络文学的
“类型”束缚，由此也与当前流行的“玄幻”、“穿越”、
“官场”、“青春”等绝缘；他也“讨好读者”，自称“我
的初衷，是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
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④，努力挖掘记忆中
那些“最上海”的味道和细节，但他并不因此而追求
点击率和受众量，也由此在写作过程中始终能够保
持住自己的写作初衷，形成“讨好但不媚俗”的特
点。而另一方面，作为资深的纸质文学把关人（《上
海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一位有着长期写作经历
的创作者的身份，“独上阁楼”（金宇澄）既不像某些
严肃文学作家自觉拉开被视为通俗文学的网络文

学的距离，又不像陈村那样以专业作家的身份“实
名”展开网络写作，他选择了“匿名”的网络文学写
作的惯例，并充分享受了这种写作的自由。从这个
意义上讲，“独上阁楼”（金宇澄）正是充分调用自己
作为专家作家和文学把关人的几十年的文学积累，
以长篇文字、上海闲话的网络化碎片式写作的方
式，成功实现了严肃文学对网络文学的逆袭。
再次，“弄堂”版《繁花》具有网络文学生产最为

重要的“互动性”，即自始至终都与“读者”保持着密
切的交流。这一互动性因“弄堂网”的小众化和“上
海趣味”以及金宇澄自身的文化积累，使得这一互
动尽管“非正式”，但并不落俗。尽管金宇澄从一开
始就自谦说将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但他的整个文
学水准和艺术旨趣却相当之高。整个“弄堂”版《繁
花》从５月１０日（而非５月１４日）开始的互动内在
地构成了“关于《繁花》的《繁花》”，即所谓“元小说”
成分，它通过与各位网友之间的讨论、争论，不仅交
代了《繁花》写作的最初动机，艺术表现形式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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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人物身份、情节设置、主题结构等重大问题的思
考，而且还包括作者自己和读者对小说的评论。比
如有关《繁花》的创作缘起，先是“独上阁楼”与网友
们有关上海城市文化意蕴的讨论，从宜山路地铁３
号转９号线的设计开始，突然联想起张爱玲；从老
电车公司，讲到现在的香哥里拉酒店，从常德路的
弄堂想起此前１９７０年代认得的一位美人小金宝
（———特意写到１９９０年代末再次碰见小金宝，看到
伊在陕西路延安路转角天桥下摆服装摊，这一细节
直接转化为小说《繁花》中陶陶及其老婆芳妹、情人
小琴之间的职业身份）；５月１３日，“独上阁楼”的
帖子标志着《繁花》写作真正的酝酿，“慢一点写”、
“老老实实地回忆”、“复式腔调”以及“近看远眺”的
姿态，尤其是“现在是啥时代，还有这样讲话的？”对
上海话方言叙事的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尝试的冲动，
正是我们理解《繁花》的关键所在。“马路菜场唱市
面，各位阿记得。”《繁花》正是从此处开始着墨的。
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还有数次直接关系到《繁花》
写作艺术特色的讨论，如５月１９日有关“如何进行
上海话写作”的讨论、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１日有关
“是否进行分行写作”的讨论、７月２２日开始主人
公从“腻先生”改为“沪源”的声明及其引发的讨论，

８月３日有关《繁花》与王安忆《长恨歌》的比较，

８月５日与《海上花列传》的比较以及网友对故事两
条线索何时和如何交汇的期待。
这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９月１０日写到２０万

字时，“独上阁楼”作了一个总结，同时网友也表达
了“宏著早日出版”的祝愿，这一细节标志着“独上
阁楼”在写作一半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着手考虑
纸质文学的出版了。到１０月１７日，小说写到三十
几万字时，“独上阁楼”接受朋友的关照（“最好不要
全部贴出，对书有影响”）正式准备撤出“弄堂网”。

１０月３１日，“独上阁楼”正式告别。很显然，如果
说５月１４日的起点算是《繁花》网络写作的开端的
话，那么，从９月１０日起，无论是“独上阁楼”（金宇
澄）还是网友们，都开始将之作为“严肃文学”来看
待了。

二、“收获”《繁花》：“沪生”们的市民意识
与当代上海寓言

　　《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是其获得严肃文学
认可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写作之初，金宇澄多少是
带有游戏性、自娱性、片断式的偶一为之的“非文
学”的“虚构类长篇文字”的尝试的话，那么，当《繁
花》中的各色人物一一登场亮相，虚构性人物已经

形成了自身的生命发展轨迹的时候，金宇澄的写作
也便开始变得自觉，严肃文学的标准和要求也开始
内在地影响写作活动。
作家写作中这一重要的变化信息在“弄堂”版

《繁花》中多少被保留了下来。其中最典型的是《繁
花》主人公命名的变化。“弄堂”版《繁花》的主人公
一开始叫“腻先生”。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主人公小
时候上学时经常被罚作业，老是逃学，于是被王老
师取的绰号，意思是“失败，逃跑、害怕的蟋蟀，不想
奋斗的蟋蟀，上海叫‘腻先生’”。不过，这一明显带
有贬义的具有失败主义的特征并不能涵盖人物的

全部特点。文革造反派大行其道时，腻先生充当的
是逍遥派角色。在随后的命运转折中，他既没有像
阿宝一样，全家被发配到曹杨新村“两万户”，从一
度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沦落为需要接受改造的工

人阶级，也没有像小毛那样，始终都是工人阶级的
社会身份，到后来甚至还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相
反，他在父母的运作下，到了某五金公司做采购（直
到１９７０年代才受到冲击）；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他哥哥
成为到温州下海经商的第一批上海人，而腻先生自
己则转型为律师，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正是这一
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形成，使得“独上阁楼”认为“腻
先生”不足以概括人物的特点了，于是尝试用“沪
源”这一曾经出现过的称呼来命名。到２０１１年７
月２２日，“腻先生”正式改名为“沪源”。“独上阁
楼”如此解释：“几位读者认为腻先生名字不妥，今
改名‘沪源’，南昌大楼姝华称呼过。抱歉”。在“弄
堂”版《繁花》中，沪源还有一哥哥叫沪生。但是等
到“收获”版《繁花》正式出版时，兄弟俩的姓名再次
做了调整。弟弟“沪源”正式定名为“沪生”，而哥哥
“沪生”则换名为“沪民”。将“沪生”确定为主人公
之名，暗含着以沪生成为当代上海寓言的意味。从
字面意义上讲，“沪源”意为“沪之源头”，显然不符
合《繁花》的原意，而“沪生”则是“上海所生”，“沪
民”当然也是“上海之民”，完全贴合小说展现上海

１９５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近半个世纪上海城市社
会文化变迁的主旨。
不过，这里比较麻烦的问题在于，沪生只是一

个大概与新中国同岁（４０年代末或５０年代初出
生）的一个普通上海市民。无论是出生背景，还是
人生经历，他都远远没有《海上花列传》通过烟花女
子观察上自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式的“传奇”，也
没有《子夜》《上海的早晨》那样直接将视角聚焦于
上海社会变迁的重要人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
起及其没落）那样的“史诗”，同样也没有像《长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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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王安忆直接以作家兼叙述者的口吻直接将王
绮遥等同于“弄堂”、“闺阁”、“上海”的那种“隐喻”。
《繁花》中的“沪生”们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
半个多世纪的风云际会，但他们并没有作为时代的
弄潮儿以英雄的形象置于精神高地的顶点。恰恰
相反，他们更多是以随波逐流的方式被裹挟到大时
代洪流中，没能够对历史和时代产生重要的影响，
只能自我适应、自我调整，于逍遥中获得暂时的喘
息，于被动中寻找生存的希望。因此，要将“沪生”
理解为“当代上海的寓言”需要重新寻找一个认识
的基点，这就是“上海城市市民意识”。市民化进程
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重要
的阶段：其一是身份的市民化，即城市化进程中，大
批外来移民获得城市居住权、职业以及各项城市权
利；其二是意识的市民化，即获得市民身份后，与城
市形成认同感，产生市民文化，形成市民社会。但
后者是一个极为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市民化
过程中始终存在各种文化矛盾。⑤而市民意识的获
得是以市民个体性的自觉和独立为前提的。因此，
我们要判断“沪生”们是否具有“市民性”，首先看他
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否有自己的人生轨
迹、性格情感、欲望追求；第二，是以个体为中心，他
是否也有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家
庭、邻里、同学、同事为同心圆逐步扩散的；第三，也
是最为重要的，由此确立了他与“大时代”、“大历
史”的关系，这些都将决定小说的叙述形态。
但是，在整部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沪生并没

有充分成为小说叙事的中心。他更像一个参与者、
旁观者的角色，参与到他的同学、朋友们的悲欢离
合之中。以沪生为中心，人物可以分为两组：一组
是男性，即沪生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阿宝、小毛、陶
陶，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如康总、徐总、苏
安等。另一组则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在他们周
围的女性：蓓蒂、姝华、银凤、小珍、春香、兰兰、雪
芝、菊芬、白萍、梅瑞、潘静、汪小姐、李李、小琴等。
她们或是这“沪生”们童年的邻居、玩伴，或是他们
长大成年之后的恋人（或者是朋友的恋人）、同事。
彼此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如姝华，既是小毛的姐姐，
也是沪生的初恋；梅瑞则曾经是沪生、阿宝的恋人，
又是后来康总的情人；陶陶是梅瑞的邻居，也是沪
生和阿宝在１９８０年代之后认识的新朋友。透过各
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不难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
实：《繁花》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个“熟人社会”的上海
叙事。
一般的城市社会学往往认为，“城市就是一个

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⑥因此，在许
多城市文学中，“陌生人世界”往往成为观察城市、
反思城市的视角。但《繁花》花了数十年的，向我们
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上海
人（或者再普泛一些，所有的“城市人”都具有这个
特点）始终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其中亲戚
邻里关系构成了市民交往的核心，其次是恋爱和工
作的交往构成了其交往圈的外围；再其次才是陌生
人世界。但是这个陌生人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关
系，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而一旦与人发生关系，陌生
人也就会转化为熟人。这就是《繁花》为我们确立
的“城市人‘陌生／熟识’的辩证法”。小说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有两个场景：其一是阿宝全家搬到曹杨新
村的“两万户”，一下子被置于一个陌生人世界。但
很快，他们便建立起新的邻里关系，彼此开始尝试
和谐相处互帮互助起来。其二是梅瑞在与康总的
交往中，频繁接触生意场上的各色人等，到第二十
八章梅瑞筹备大型恳谈会时，与梅瑞有关的康总、
李李、沪生、阿宝等均被邀请，总人数近四十桌。小
说详细开列了各桌的排位，完全就是根据关系亲
疏、彼此间的远近进行了组合。这份座次表正是以
梅瑞为中心的上海熟人关系网。从陌生人世界到
熟人社会的转变并不是上海城市市民自身的“熟悉
化”过程，而是文艺作品通过想象再现的方式，对城
市社会学长期形成的建立在与“乡土社会”对立的
基础上所强化的对城市片面认知的纠正。
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展开“沪生”们的精神

世界———上海这座城市，究竟是如何塑造“上海人”
及其市民意识的？在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的描述中，
上海一方面被指认为“移民城市”，这当然基于上海
城市发展史上大量城市移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被
认为“排外”意识最强的城市，这是指新中国成立之
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上海人”的意
识，所谓“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之争即此。但是
《繁花》中所塑造的“上海人”，却是一个并没有明显
“排外”意识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繁花》的叙事
重心并不指向是否“排外”，而是更加侧重于“上海
人讲述上海自己的故事”的这种相对封闭的叙事系
统。而这一来源于“弄堂网”的宗旨，恰恰成为金宇
澄《繁花》找到了重新讲述“当代上海寓言”的视角。
以“个体”为中心，依其社交圈子而形成“熟人

社会”，但这并非“上海城市市民意识”的全部。在
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需要引入，这就是“历史”。
这里所谓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相对于“沪生”们
等个体人生的“小历史”之外的属于民族国家的“大

３１１



历史”。此前宏大历史的叙事多以帝王将相、革命
英雄为主人公，正是因为他们是宏大历史的制造者
或参与者，叙述他们的经历，也就完成了宏大历史
的叙事。这也是中国历史小说从《史记》等中形成
的叙事成规；新历史小说中，对宏大历史的解构主
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历史人物的调侃，用野史解
构正史；二是选择宏大历史中的边缘性人物，通过
其偏离历史的常轨，来反思宏大历史叙事的有效
性。但是，《繁花》的个人史叙述，既不像正统历史
小说那样，主人公就是宏大历史的弄潮儿，也不像
新历史小说那样，主人公与宏大历史之间存在强烈
的紧张关系。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并不以“个
人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作为关注的重点。人物的命
运固然受到大历史的巨大影响，诸如家族衰败（作
为资产阶级的阿宝家被拆散，“阿宝”们被改造为工
人阶级）、亲人离散（如蓓蒂的下落不明）、朋友反目
（阿毛一度与沪生、阿宝决裂），不同的历史时期，分
别上演着不同的人生悲喜剧……但是，小说中，无
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都没有将反思、批判之矛指
向历史、政治、文化，而是有意克制住了这种“直抒
胸臆”的表达。人物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存、生
活问题，他们的关注的问题局限在亲情、友情和爱
情上面。
作为一种典型的个人史的叙述，文本中还有一

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叙述者和人物的时间意识。相
对于完整而精确的具有历史感的时间意识，其规范
性的形态是“某年某月某日，星期几，几点几分”。
这种规范性的时间越精确，越表明叙述者或人物的
历史意识、时间意识的自觉，也越表明小说与“大历
史”之间关系的紧密。但是在《繁花》中，随处可见
的是“某天”、“那天”等非确指的时间标识。小说中
的“时间标识”大体可以归为下面几类：其一是完全
的虚指，即只有一个大概的时代范围，但没有准确
的时间节点。这又可分为两小类，一类是显示一种
发生过多次的状态，即热奈特所说的“综合性叙
述”，如：“每次经过国泰电影院，阿宝就想到这段对
话。”“小学时代，沪生每次经过这座老公寓”，如何
如何。另一类是显示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具体时间
却无法精确。如：“某日”蓓蒂爸爸带回一只兔子。
阿宝“有一天”意外接到去了香港的哥哥的来信。
“有一次”，祖父说爸爸“一脑子革命”。“有一天上
班，阿宝发觉５室阿姨眼泡虚肿”。其二是部分的
虚指，即有一部分时间的标志，但不完整。这又可
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突出“时代”标志的，“六十
年代上海，重视生日的家庭不多。沪生父母同岁同

生日。”“１９６７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沪生、姝华到中
山公园看梧桐。“１９７０年代的上海”，马路游戏如
何如何。二是突出“季节”特征的，如“早春的一
夜”，汪小组与宏庆吃夜饭。“这一日江南晓寒”，康
总、梅瑞、宏庆、汪小姐等去双林古镇春游。“某年
秋天的夜里，芳妹陪了陶陶”去大碟黄牛孟先生那
里。三是突出“年、月、日”或“星期几”等某一单个
时间元素的，如“礼拜天下午”，沪生来找小毛。李
李经营至真园饭店，“某个周五，邀请阿宝、沪生、汪
小姐宏庆夫妇，康总夫妇吃饭。”“９日下午”，沪生
到至真园。四是突出两件事情之间的时间关系的，
如：“此后某日，梅瑞打来电话，告诉康总，梅瑞娘终
于离婚了……隔了三天，梅瑞再来电话说，我姆妈
真的走了，不可能回上海了”。“几天以后”，阿宝收
到姝华的信，阿婆和蓓蒂失踪了，等等。在各种时
间标识中，唯独没有规范性的历史性的时间标志。
这一现象揭示出《繁花》所具有的基于“个人史”的
时间意识：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其人生经历并
不具有大历史所谓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因
此，“沪生”们的人生轨迹并不需要精确化、规范化
到历史时间序列之中去。所有这些“不完全的”、
“非确指的”时间标识恰恰是普通老百姓基于个人
记忆的时间意识———对于普通百姓（在小说中就是
上海城市市民）而言，其所经历的事件的意义或具
有某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或只具有某个季节性、日
期性的属性，或者只与自己所经历的前一个事件有
某种关系，遵从这种时间意识的表现，用这种非确
指的虚化的时间标识，正好准确地揭示了“沪生”们
的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
明确了《繁花》所坚持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

意识和时间观念，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繁花》如何
处理“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的关系？《繁花》处
理“大历史”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叙述者的叙述层面，仅仅用概述的形

式，以交待结果，而非原因和过程的方式。也就是
评论家们已经注意到的，金宇澄的“话本”体，擅长
以白描的方式，并不过多透露作家个人的判断。如
“引子”中讲完沪生与梅瑞的恋情后，“两个人关系，
就此结束”，一句话交代了结果。如在第一章中，介
绍人物关系和相关背景时，大多采用的是纯客观叙
述的方式。客观地概述人物及其关系的变化，显示
的是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所保持的某种客观性历史

距离。此时尽管没有出现“大历史”，但这种表述方
式正是“大历史”在场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更主要的，则是在人物的叙述，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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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谈和对话中透露。但这里的讲述方式也不像
以往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小说，通过人物
之口，对其所经历事件的完整讲述，而是化解到日
常的散漫的对话中。也就是说，以人物的讲述为意
识中介，将“大历史”和“小历史”并置地投射到人物
大脑的意识屏幕上。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其中所
涉的“大历史”事件可能具有风云际会的性质，其意
义有堪称星云、星系的大小，但是由于其与人物关
系的远近，投射到人物意识屏幕之中后，相反成为
夜空中的繁星。“大历史”和“小历史”不再具有客
观真实的“大”或“小”的区分，而成了极为相似的繁
星点点。在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城市变迁中，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历次重大历史事件都对上海城市及其

市民带来巨大影响，如“社会主义改造”、“破四旧”、
“上山下乡”、“造反”、“改革开放”等，但《繁花》并没
有将笔墨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史诗性叙述”，
而是将之投射到“沪生”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第
九章写“破四旧”，则完全从沪生作为一个中学生的
眼光来写，既残酷又有趣：“长乐中学大门口，两个
同学，发觉了沪生的新军裤，上来搭腔攀谈。此刻，
淮海路方面，忽然喧哗作乱，三个人奔过去看，是外
区学生来淮海路‘破四旧’。”“沪生”们以好奇、旁观
者的心态来参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写沪
生和他的这两个同学，一直跟到陕西南路口，“看够
热闹，方才往回走。沪生说，实在太刺激了。”于是
在身边同学的教唆下，一起去剪香港小姐的裤腿，
演化成一出令人触目惊心的闹剧。再比如，写到文
革，“停课闹革命，沪生的父母，热衷于空军院校师
生造反，一去北京，几个礼拜不回来。姝华父母，
‘靠边站’，早出夜归。沪生不参加任何组织，是‘逍
遥派’，有时跟了姝华，出门乱走。”本雅明在其《拱
廊研究计划》中，曾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方法论———
“辩证意象”，又被称为“凝固的辩证法”或“静止的
辩证法”（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ａｔ　ａ　Ｓｔａｎｄｓｔｉｌｌ）。论者往往比
较注重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发展运动的辩证法、
卢卡奇的辩证的总体性、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之
间的异同。不过，在笔者看来，本雅明方法论的重
心并非“辩证法”而是“意象”。本雅明有意用“意
象”替代“概念”，他的辩证法亦非抽象的“概念的辩
证法”，而是极富形象性的“意象的辩证法”。本雅
明特别强调“当下”之于认识历史的意义，认为是凝
固的历史瞬间，倡导一种立足于当下书写历史、透
视未来的“凝固的辩证法”。他曾有过一个非常精
彩的比喻：“因为意象的历史标识不仅仅说它们属
于某一特定的时刻；而是说，首先它们仅仅在某一

特定时刻才达到可理解性。……意象是那种来自
星座的闪光在当下的集合。换言之，意象就是凝固
的辩证法。”⑦来自星座的闪光可能早已在太空飞
行了数百万光年，但直到映入地球上人们的眼帘的
那一瞬间（当下）才显现出意义，成为“意象”。很明
显，这种意象是当下对历史的凝固，透过意象的分
析，我们可以立足当下，反思历史。⑧在《繁花》中，
所有的“大时代”、“大历史”正是以这种“星座的闪
光”的方式，对人物（“沪生”们）和叙述者（或可在一
定意义上视为作家本人）意识的投射。“大时代”、
“大历史”之于“城市市民意识”的关系，或可如
是观。

三、“文艺”《繁花》：上海人的上海地图

２０１３年３月，《繁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立刻进入畅销书行列，位列２０１２年中国小说学会
“小说排行榜”的榜首；２０１４年１月，又出《繁花》的
新版，这个版本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由作者手绘
的十七幅插图（一共二十幅，其中三幅手绘地图在
“收获”版《繁花》中出现过）。二十幅插图只有三幅
与“现在上海”有关（一幅是十二章写到玲子时，插
图反映的是上海人“贬日”情绪，一幅是花园饭店、
一幅是关于小毛梦境“江鸥”的虚构），再加上一幅
与作家创作有关（第二十七章部分，插入“本书出版
于２０１３年，蛇年，画蛇忆旧”）外，其余十六幅插图
全部是有关“过去上海”的：其中包括四幅手绘“沪
生”们活动区域的地图（包括１９６０年代卢湾的局
部、１９７０年代沪西的局部、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大自鸣
钟附近以及整个上海浦西的地图概貌）、其他均为
对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上海典型的居住空间的描绘
（阿宝家、小毛家、春香家、“两万户”）、青少年时代
的活动空间（国泰电影院、君王堂、国营旧货商店）
以及成为记忆的城市生活习俗（物质匮乏时代的梦
幻邮票、小毛们练功的器械、林林总总的开瓶器、

１９６０年代的时尚穿着、阿宝和雪芝镜破人散）等。
插图形式的补充一方面固然体现出“读图时代”对
读者阅读兴趣和品味的某种迎合，但另一方面，更
为重要的其实是对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上海城市市民
居住、生活空间的某种复原。与老照片的真实再现
不同，插图的绘制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作者对空间
关系的某种理解和图示化，从而更好地重建“上海
人的上海地图”。因此，理解继“弄堂”版《繁花》和
“收获”版《繁花》之后，“文艺”版《繁花》的地方性生
产方面出现的新质，正在于进一步强化“上海市民
城市空间意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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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究竟建构了怎样的“上海人的上海地
图”，它又是如何通过虚构性文本建构起来的？要
想厘清这个问题，同样必须将小说的“内容”（“沪
生”们的人生轨迹）、“形式”（小说的结构及其叙述
方式）以及“生产机制”（手绘插图的增补）结合起来
综合考虑。从内容上看，《繁花》的叙述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其一是受大时代影响，“沪生”们所遭遇
的命运转折，他们的数次搬家经历正是其命运转折
的表征。其二是与“沪生”们日常生活的切身性相
关的，以其居住生活之地为圆心，以亲戚同学朋友
的交往为半径的“活动空间”。从形式上看，小说以
双线并行的结构展开，繁体字的章节写过去，分别
从１９５０年代末一直写到１９８０年代；简体字的章节
写现在，主要围绕沪生、陶陶、梅瑞等人物展开，集
中在１９９０年代。其中从第二十八章起，改为１９９０
年代的单向度叙述，直到结尾。这种双线并置的结
构建构起了“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两种不同的
空间意识的对比。这一形式并不只具有纯粹的形
式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承载着
作家或叙事者的情感价值语调，因此具有“上海市
民空间意识价值”的分析维度。从生产机制角度来
看，手绘插图的增补成为《繁花》小说的“新质”。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手绘插图既非“老照片”，也非“旧
地图”，后者依据其生产媒介具有某种科学性和客
观性，而手绘插图仍然属于艺术创作领域，其实是
作家依据其上海空间记忆，以插图形式（它有别于
现在流行的“卡通”、“漫画”或者“写生”、“素描”，其
绘画风格上体现出对早期印刷术时代的“绣像”和
现代上海“连环画”风格的致敬）对空间意识的建构
产生强化作用。正如“弄堂”版《繁花》中那些与网
友交流互动的“元小说”性质的文字那样，“文艺”版
《繁花》中的这些手绘插图则形成紧密的“图文关
系”，丰富小说意蕴的传达。
根据“沪生”们的生活空间及其在半个世纪的

变迁，可以勾勒出“上海人的上海地图”，即上海人
自己对其“所在”和“所活”空间的感知、情感和观
念。从小说所展现的空间形态来看，可以有两种不
同的分类方法：其一是根据上海城市空间的物理属
性，分为“上海内”和“上海外”，其二是根据“沪生”
们的活动空间的特征，分为“居住空间”（私人空间）
和“居住外空间”（公共空间）。将这两种分类方法
进行叠加，可以细分为三个子类型：“居住空间”、
“上海内活动空间”和“上海外活动空间”。
从居住空间来看，《繁花》中的“过去上海”部分

主要有三家：沪生家（１９７１年之前住在拉德公寓，

１９７１年之后搬到武定路旧公房）、阿宝家（１９６６年
之前与蓓蒂一家合租的卢湾司南路附近的洋房，其
祖父在相邻不远的独幢洋房；１９６６年之后是曹杨
新村“两万户”）和小毛家（大自鸣钟弄堂三层阁的
第三层，下面分别是一楼的理发店、二楼的爷叔家
和银凤家）。三家分别对应于革命家庭（作为新中
国上海的首批外来移民，沪生的父母是空军干部，
既是新中国的功臣，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
极响应者）、资产阶级家庭（阿宝家其祖父曾是拥有
多家工厂的资产阶级，但其父亲曾是革命青年，与
祖父决裂，上海解放之后又被审查关押，释放之后
被剥夺一切待遇，安排到杂货公司做会计）和工人
阶级家庭（小毛爸爸是上钢八厂的工人，１９６０年代
末１９７１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小毛搬到莫干山路春
香家做上门女婿）。如果再加上小毛家继续向北看
到的棚户区，《繁花》为我们建构起了“上海人”因不
同社会阶层历史上所形成的四种居住空间的类型，
这种并置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居

住空间的转换，构成了多元、复杂、流动的“上海居
住空间地形学”。⑨空间内充斥着差异、折射着人际
关系———金宇澄插图中“阿宝和蓓蒂”童年时代爬
上屋顶时的温馨与１９７０年代阿宝与雪芝不得不分
手的伤感形成鲜明对比；小毛家位于三层阁楼的拥
挤与春香家两室户婚房的殷实也透露出工人阶级

内部的生活水平的不同；当然还包括君王堂被拆，
改建毛泽东像，然后再改建为锦江饭店的同一地点
的历史变迁。沪生、阿宝、小毛家由曾经有天壤之
别的居住空间到１９７０年代后居住空间差异的缩小
（其实是沪生和阿宝社会地位的降低而导致的居住
环境的“恶化”），呈示出上海一系列政治运动、社会
改造最终形成了“均一化”（看上去“平等化”了）的
上海城市市民结构。
到了“现在上海”的写作中，沪生、阿宝和小毛

的居住空间不再成为《繁花》关注的焦点，取而代之
的是“沪生”们的邻里、同事及朋友们的居住空间。
依人物社会身份的不同，《繁花》描绘了１９９０年代
上海市民居住空间的基本状况：梅瑞原住虹口北四
川路，房间大，后离婚搬出。于是卖掉新闸路老房
间，买进延安中路底层的两室一厅；李李的住所位
于南昌路，走进沿街面一间老洋房底楼，独门进出，
外带小天井；小琴的住处位于延庆路一条弄堂，“讲
起来新式里弄，其实是底楼围墙改造的披屋”；陶陶
和小琴的同居之所是“六十年代老公房，四楼一室
半”所有这些都是在新式居民小区改造和建设之
前，上海市民的主要居住空间形式：其来源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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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租的老洋房、旧公寓，另一方面旧式老公房，居
住空间都很局促，这也决定了上海市民长期以来形
成的人际交往习惯：除非极为熟识的亲戚同学朋
友，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登门拜访”，而会在市里寻
找一处碰面的地方———私人空间（居住空间）和公
共空间（交往活动空间）的区分形成上海市民文化
的城市景观。
在上海市民的“活动空间”中，可以分为“上海

内的活动空间”和“上海外的活动空间”，通过对《繁
花》“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比较，我们不难构
建出上海市民从１９６０年代直到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
活动区域及其交往方式。
从活动区域来看，“沪生”们“上海内的活动空

间”主要围绕其居住之地展开。首先，其居住空间
具有“家庭聚居”和“同学相邻”的特点。所谓“家庭
聚居”就是指亲缘关系的聚居性质，类似阿宝那样
的资产阶级大家庭祖孙三代住所相距甚近、彼此之
间守望相助。所谓“同学相邻”是指“沪生”们少年
时期所建立起的朋友伙伴主要来源于同学关系，而
“就近入学”一直是中国的入学传统，在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造期间，社会阶层的区隔被打破，这才
形成了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同学
能够相识相知的现象。其次，其活动半径因交通方
式以步行为主、公交为次（仅阿宝祖父能够有私车
接送）主要集中在三块地方：“文革”之前，集中在卢
湾北至巨鹿路、南至复兴路、东过思南路、西达陕西
路方圆这片区域；“文革”之后，新增两块区域：曹杨
新村“两万户”附近，经过中山北路、穿过苏州河、南
抵长寿路这片区域以及大自鸣钟、玉佛寺附近北抵
苏州河、南达南京西路、东到石门路、西近西康路的
一片地方；再次，还因阿宝祖父搬到闸北，大伯搬到
提篮桥，《繁花》的“上海地图”也延伸到了闸北、虹
口、杨浦等东北方向，但只是呈点状分布。最后，到
了“现在上海”时期，“沪生”们各自成家立业，家庭、
同学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被同事、朋友间的聚会所取
代，但从金宇澄所绘地图显示，其活动领域仍相对
集中在南达卢湾、西抵普陀、东北到黄浦的这片“上
海老城厢”。金宇澄的四幅手绘记忆中的上海地图
拼在一起，正好涵盖了“上海浦西”的全部。“沪生”
们“上海外的活动空间”则体现出明显的江南特色，
童年时期，蓓蒂阿婆带阿宝和蓓蒂到绍兴乡下，交
通不便，历经坎坷；成年之后，“沪生”们动辄到江浙
游玩，先后去了双林古镇、苏州、常熟、昆山等地。
这些活动空间突显的，是上海市民对于江浙城乡的
双重意识：一方面是“乡土中国”（在上海人意识里，

“外地人”就是“乡下人”），另一方面则是“消费社
会”（苏州常熟等地历来被视为上海的“后花园”，吃
喝玩乐、休闲度假的地方）。
此外，还有一类空间意识也颇为重要，即通过

不同人物的经历所建构起来的“上海人的全国地图
和全球地图”，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地方在上海市民
意识中的位置。如在“过去上海”时期，小说写姝华
知青到东北，阿宝哥哥在香港，上海人对东北和香
港的复杂情感；到了“现在上海”时期，李李来自深
圳、白萍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玲子与
日本人的关系、林太来自中国台湾，并由此展现出
上海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刻板印象，等等。
特定的活动空间是与特定的交往方式相联系

的。在《繁花》写作过程以及此后的评论中，“饭局”
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正在于“沪生”们的交往方式
主要是通过吃饭来完成的。但这并不是太准确。
在少年时代，“沪生”们还有另一种更主要的交往方
式：“荡马路”。《繁花》的第三章第三节详细描写了
一个礼拜天下午沪生去大自鸣钟弄堂找小毛玩，然
后一起“荡马路”的过程。从沪生的视角描述了小
毛家的居住状况，依次从底楼的理发店，写到二楼
的银凤，再到三楼小毛家，“看老虎窗外，满眼是弄
堂屋顶”。然后下楼，开始漫无目标的“荡马路”。
还有第五章第三节，小毛来找沪生玩，两人一起去
南昌公寓找姝华玩，然后两人继续“荡马路”；第十
一章第三节，沪生和姝华再次经过瑞金路长乐路转
角，看见被拆掉的君王堂上搭起了一座四层楼高的
大棚；第十五章第三节，沪生与姝华、阿宝以及阿宝
在曹杨新村的新邻居小珍和小强，五人一起去长风
公园，然后到华东师范大学，苏州河，等。与“荡马
路”相比，“沪生”们成年之后的交往方式“饭局”（吃
饭、喝茶）具有了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地方性”的地
理特征不再突出，对于“沪生”们来说，只有“终点”
意识，不再有“荡马路”的过程感觉，因此，所有的饭
局，几乎都是“到了某某饭店”这样极为简洁的叙
述；其次是交往对象开始复杂，既有朋友聚会，还有
商务宴请，既有私密交往，还有大摆宴席，正因为如
此，饭局才成为《繁花》浓缩上海市民社会关系，展
开矛盾冲突的最佳选择。
但是，“荡马路”和“饭局”还只是上海市民交往

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荡马路”并不在乎从哪里出
发，荡到哪里去，或者在路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如公
路电影、流浪汉小说等的常见套路），而在于“荡”这
一过程本身中，小伙伴们通过话题散漫的闲聊，消
磨了时光，加深了感情。“饭局”也不在乎吃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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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喝了什么酒，而在乎是跟谁一起吃的，在吃的过
程中的聊天。因此，《繁花》最为精彩的，也是最为
重要的写作特色即在于几乎所有的章节，都充斥着
“话题散漫”、“无轨电车”的“上海闲话”。这种“上
海闲话”不仅仅成为《繁花》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
展的“描写对象”，更重要的，也成为金宇澄作为叙
述者的“叙述方式”。
首先，聊天作为人类日常交往方式，不像严肃

正式的谈话，会有明确的主题、意图；有时聊天甚至
只是正式谈话的前奏、插曲或者调剂。但是在《繁
花》中，金宇澄赋予其“核心”、“主体”的具有支配性
的地位：按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分析方法，《繁
花》中的“行动”可以分为一些核心功能：“荡”、
“吃”、“性”以及“聊”，而“聊”可谓“核心中的核心”。
正因为如此，有一搭没一搭，讲完张三说李四，成为
《繁花》聊天式叙述的基本特点。这种叙述方式形
成了与一般通俗小说巨大差异的叙事风格：一方
面，所有的“聊”———不管是长聊还是短聊，无论是
两个人私聊，还是一桌人群聊———本身不具有推动
情节、激化矛盾、设置悬念等叙事功能，随着话题的
转换，聊过也就“忘”了，以前聊过的内容对后面情
节的发展不再具有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聊的特
点是追求“即时的快感”，即聊的当时非常热闹、不
冷场，读者也会觉得聊得有趣，所有单个的聊都构
成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极富质感地反映着上海
风格。
其次，聊具有“对话性”，即所有的聊一定是针

对具体对象的聊，如“引子”中沪生与陶陶的聊，陶
陶所有的讲述，都是讲给沪生听的，此时，陶陶是叙
述者，沪生是听众（读者）。听众有“应答”，有积极
性应答，也有消极性应答，于是就有了最极端的消
极性应答方式———“不响”。在小说中，“不响”出现
次数频繁，达千次之多。全书引言前的题记：“上帝
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也将“不响”置于核心
地位。从接受者而言，“不响”的原因很复杂：没话
说、不想说、没法说、不能说……针对具体的情境及
其所涉及的聊天的主题，“不响”亦可引申出更为复
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或者说，“不响”成
为一种极具标志性的行为，成为普通城市市民在面
对诸多社会矛盾、文化冲突、人生命运时“以不变应
万变”的策略。与“不响”相配套的，就是讲述者的
极端情况：“独白”，即“对话的不可能性”，如十八
章，李李与阿宝的聊天，阿宝始终处于“不响”，偶尔
应付性的哼哈“应答”的状态，这就使得李李的讲述
相对完整。李李有强烈的倾诉的欲望，讲述了早年

做模特时的辛酸，而阿宝则不想让李李沉浸在过去
的痛苦回忆中。于是出现了李李大篇幅的自述场
景，如过电影一般。由此，《繁花》的聊天具备了展
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人情冷暖的叙事功能。
第三，“聊”的叙述伦理。《繁花》的叙述结构很

特别。此前的“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交叉性
只是外在性的属于“情节结构”的特点。从叙述结
构来看，《繁花》所叙述的故事可以分为多个层面：
第一层次是由作家叙述的故事。沪生等各色人等
在１９５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变
迁。其叙述特点是白描、沪语、话本体以及空间的
具体化和时间的模糊化（即此前所分析的，绝大多
数的时间标记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记忆时间”）。
第二个层次是在各种“荡马路”、“饭局”、“喝茶”等
场景中由人物所讲述的故事：小说不以人物的行动
为主，而是以人物之间的讲述为主，形成“关于人物
叙述的叙述”的套层结构，这构成了《繁花》叙述内
容的主体部分。“所叙之事”通过人物之口来“讲
述”，而且均有特定的具有应答能力的听众（聊天的
对象），都附着上了人物独特的情感、价值、语调。
任何人物的“事之所叙”也同时包含双重目的：一方
面是对“事”的讲述，另一方面则是与他者交流的需
要，要达到交流的目的。由此，人物的讲述部分具
有了散漫性、对话性、未完成性等可供叙事伦理分
析的诸多层面。对于《繁花》的读者而言，我们只能
凭借作家的叙述、人物的叙述来重建对“沪生”们大
半生以及上海城市近半个世纪的认识了。
正在于对“过去上海”和“现在上海”的精确复

原（通过文字的，包括语音的，图像的，也包括地图
的），《繁花》才具有了记录上海历史文化和社会变
迁的“民族志”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繁花》地方
性叙述的分析，一个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如果说《繁
花》中“沪生”们始终都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并因
社会阶层的差异而形成差序格局的话，那么，《繁
花》及其所再现的上海城市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
的一部分，还是内在地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现代中
国”二元关系的解构？

注释

①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

辑》，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

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９７、４９１页。

②如张英进的中国电影研究，即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特

别突出“地方性”维度，并开拓出“多地性”、“跨地性”、“跨地

性”问题（《民族、国家与跨地性：反思中国电影研究中的理

论架构》《作为跨地实践的国族电影：反思华语电影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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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北京地图：多地性、全球化与中国电影》《全球化中国

的电影与多地性》等）。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乏其人，如叶舒

宪（《地方性知识》）、王光东（《汉语新文学史写作的“地方

性”问题》《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地方性”问题》）、何言宏（《坚

持一种批判的地方性》）、王尧（《内部写本与地方性传说》）、

葛红兵（《小说：作为地方性语言和知识的可能》）、李怡（《地

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等。

③“盛大文学”作为盛大集团旗下的文学业务板块的

运营和管理实体，其实是对原来比较有影响的文学网站
（如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言情小说吧、晋江文学城、榕

树下、小说阅读网、潇湘书院等七大原创文学网站及天方

听书网和悦读网等）的兼容和重组而成。此外，“盛大文学”

还有三家图书策划公司，它们分别是华文天下、中智博文

和聚石文华。近年来，又与上海图书馆共同打造移动端借

阅平台“云中上图”。

④金宇澄：《说书人的一种尝试》，《文艺报》２０１３年４
月１０日，第２版。

⑤曾军：《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学术界》２００７
年第４期。

⑥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

京：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７页。

⑦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Ｔｈｅ　Ａｒｃａｄ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ｅｄ　ｂｙ　Ｈｏｗａｒｄ　Ｅ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４６２－４６３．

⑧曾军：《本雅明视觉思想辨正》，《学术界》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

⑨《繁花》对这四类居住空间的描写颇为细致，极具文

化意味，显示出作者为新中国之后的上海居住空间书写地

方志的用意。如沪生家的新式公寓：“沪生家的地点，是茂

名路洋房”———拉德公寓。凭借沪生父母的军人身份以及

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他们一家一再化险为夷，没有受到多

大冲击。但是到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之后，沪生的父母受到

牵连，双双隔离审查，随后，他们也被迫搬出拉德公寓，沪

生和沪民被指定搬进武定路一间旧公房，“两小间，合用卫

生，与原来英式公寓，天地有别。”阿宝家的老洋房处于卢

湾的中心，小说描写阿宝和蓓蒂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眼里

是半个卢湾区，前面是香山路，东面是复兴公园，东面偏

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

正教堂”。阿宝一家搬到“两万户”后，作者甚至不惜浓墨重

彩地详细描写它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生活方式及其人

际关系。小毛家历经大自鸣钟弄堂和莫干山路弄堂两处，

均为底层市民（但高于棚户区）居住之所，其特点为拥挤狭

窄与五方杂处：位于长寿路附近，草鞋浜、药水弄、苏州河，

这是小毛熟悉的地盘。小毛家住大自鸣钟弄堂里的一个

三层阁。一楼是弄堂理发店，二楼住的是二楼爷叔和银

凤，三楼才是小毛和小毛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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